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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　 学　 研　 究（专 题 讨 论）

　 　 编者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景天魁带领 ６０ 多人的学术团队，潜心研究作为中国古典社会学

的群学。 ２０１９ 年出版的《中国社会学史》第一卷被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成果，即将陆续推出的第二

卷（群学制度化）、第三卷（群学民间化）、第四卷（群学心性化）、第五卷（群学转型）、第六卷（中国社会

学崛起），从战国末期荀子群学开始，重新书写中国社会学史。
本专题的 ４ 篇文章聚焦于群学制度化和民间化，从几个侧面反映从秦汉到唐宋期间的群学演进轨

迹。 “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赵翼），“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谭嗣同）。 群学积极参与秦汉基本

社会制度建设的历史进程，并在此进程中实现了自身的制度化。 唐宋时期随着礼制下移，群学深入扎根

民间，形成了家训、族规、乡约、社条、文学、笔记、蒙书等丰富多彩的形式，实现了群学民间化。
群学制度化和民间化，在实践上，有利于潜移默化人类族群和合，化解社会矛盾、协调各种关系、增

强社会凝聚力、稳定社会秩序，从而成为国家政权和社会有效治理的重要支柱。 群学作为合群、能群、善
群、乐群之学，有助于筑牢中国社会团结之基，终使中华民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和睦族群。 正是群学浸

润于亿万百姓的日常生活，致力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由此成为中国社会数千年传承绵延的文化

经脉。 在学术上，群学既在研究主题、客观原则和表述方式等方面与西方社会学“暗合”（严复语），又有

助于充盈中国社会学的本土资源，增强中国社会学学术自信，夯实中国社会学的学术史基础，进一步深

化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对于建立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学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学科体

系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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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群学在战国末期诞生以后是否得以传承，其传承机制和绵延形式是什么，个中原委极为复杂，从
“经世致用”可以找到正确答案。 “经世致用”还影响到学术的存在和绵延形式。 基于对荀子及其门生和后学

影响、参与秦汉制度建设的历史过程的分析，考察由此开启的群学从元典向制度化、民间化、心性化和转型的

“相态”演进脉络。 从历史实践、社会理论和思维逻辑三个层次揭示了群学相态演进的实现机制，从而进一步

证明群学的历史存在性和绵延性。 基于此，可以揭示群学的存在形式何以与西方社会学不同的原因，如何看待

中西学科分化模式之异同，既是方法论问题，也是价值选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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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中国学术有经世致用的传统这个说法，已经

成为“口头禅”。 但是说来容易，真要理解，却不

见得。 就笔者而言，过去一直以为，“经世致用”
不过是重在强调实用。 近年来，在研究群学的过

程中，才领悟到“经世致用”反过来还影响到学术

的存在和绵延形式。
我们在《中国社会学：起源与绵延》 ［１］ 一书中

梳理出了群学概念体系，在《中国社会学史》第一

卷“群学的形成” ［２］ 中又建构了群学元典的命题

体系，从而证明了群学的历史存在性。 那么，群学

在战国末期诞生至今已逾 ２２００ 年，它是否得以传

承？ 其传承机制和绵延形式是什么？ 中国古代的

知识分类和分科模式与西方不同，因而自秦汉以

降，未见哪一位学者自称“群学家”；宋代以后更

有人否定荀子、批评群学。 有人据此轻易得出结

论：荀学沉寂了，甚至认为湮没了、中绝了。 但也

有一些人确信荀学并没有湮没：清代汪中就指出，
两汉经学皆出于荀学［３］７８；谭嗣同也认为，两千年

来之学，荀学也［４］。 不然的话，“托古改制”的康

有为从哪里找来了 １８９１ 年在万木草堂讲授的群

学，梁启超为何能理直气壮地称荀子为“社会学

之巨擘” ［５］１３１７？ 而严复、蔡元培等人则有群学专

论，①钱钟书使用了“群学家”专称。② 显然，他们

认为群学自战国末期诞生以来是一直存在的。③

诚如钱穆所言：“中国学术思想，自秦以后，仍然

继续，并未中断。 只是时代变了，思想也跟着变。
从前可谓是诸子百家的分裂时期，而现在（指秦

汉以来———引者注） 则要求调和融通而归统

一。” ［６］ 这一论断，当然也适用于群学。 那么，群
学是怎样跟着时代变化的，是怎样延续的，其机制

是什么？ 个中原委极为复杂，而“经世致用”可以

引导我们找到正确答案。

　 　 一、经世致用与群学从元典到制度化
演进的开启

　 　 （一）荀子游秦及其对秦国制度建设的影响

“经世”一词初见于《庄子》 “春秋经世，先王

之志” ［７］，“致用”则见于《周易》“精义入神，以致

用也” ［８］。 可见，中国学术从根源上就强调经世

致用，儒家尤甚。 孔子周游列国，孟子也游说多

国，无非是希望自己的学说能够付诸实践。 可是，
大儒们尽管热衷于在诸国之间游走，企图一展抱

负，却都拒赴秦国，称遵行法家的秦国为“暴秦”，
视为虎狼，甚至以赴秦为耻。 然而，到了战国末

期，情况发生了改变，作为东方精神领袖的儒学大

师荀子带头游历了秦国。 荀子入秦，是在秦昭襄

王时期，大约公元前 ２６９ 年至公元前 ２６２ 年之间，
此时的秦国已基本具备了一统天下的实力。 历史

文献上记载，荀子入秦境后沿途观察，并会见了秦

昭襄王和秦相应侯范睢，但未被任用。 于是，不少

研究者据此就简单地用“未见用”三个字，否定了

荀子对秦国制度建设可能发生的影响。 加之这个

问题曾被所谓“儒法斗争”等思潮所搅乱，确实难

以厘清，今天从群学研究的视角，应该对此作何

理解？
第一，就儒法关系而言，如果绝对地将秦国归

于法家一边，将“六国”④归于儒家和道家、阴阳家

等各家一边，岂不是简单地将秦统一六国与拒秦

统一的斗争同所谓“儒法斗争”划了等号？ 这个

问题不搞清楚，难免落入“文化大革命”中“四人

帮”所谓“尊法批儒”的一套———法家是推动统一

大业的，是符合历史潮流的，因而是进步的；儒家

是抗拒统一的，是崇古复古的，因而是反动的。 实

际上，对于秦国强盛贡献最大的昭襄王和秦始皇

虽然重用法家，但是作为实践家，他们并没有“纯
法”的标签，而是怎么有利于富国强兵他们就怎

么干。 如果他们不勤政为民，能得民心吗？ 如果

不礼贤下士，能招揽天下英才吗？ 即便是征讨六

国，也要声称“兴仁义之师”，否则岂不“师出无

名”？ 确实，《荀子》书中记载，在回答秦相应侯范

睢所问时，荀子指出秦国的“所短”是“无儒” ［９］２６１。
但这不等于秦国在什么时候都没有儒者。 昭襄王

时期可能儒者有也不多，吕不韦执政和秦始皇时期

是不乏儒者的。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秦始皇时有

博士七十人，其中多为儒者，且可在朝进言［１０］２５９。
据王国维考证，秦代博士有姓名可考的有 ７ 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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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严复有《群学肄言》等著作，蔡元培著有《群学说》（见《蔡元培全集》第一卷，浙江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版，第 ３９４－３９７ 页）。
钱钟书在《管锥编》中有“群学家”之称谓（见该书第一册“木瓜”篇，中华书局 １９７９ 年版，第 ９９ 页）。
关于钱钟书使用“群学家”之称谓，笔者是从杨善民为《中国社会学史》第三卷写的绪论初稿中得知的。 特此致谢！ 这启发我思考

为什么一些国学根底深厚的学者，在明知道“社会学”这一学科名称已经流行多年之后，仍愿意采用“群学”之称谓。
“六国”系指“战国七雄”中除秦国以外的楚、齐、燕、赵、韩、魏，下同。



中至少确知伏生、叔孙通、羊子等为儒生［１１］。 而在

函谷关外的东方六国一边，并非没有法家，正是法

家的头号代表人物韩非实为联合抗秦的主要策划

者。 足见“抗秦或助秦＝儒法之争 ＝反动与进步”
这一套贴标签的做法是站不住脚的。

因为秦相李斯提议“焚书坑儒”，被后世儒家

所唾骂，李斯就被说成纯粹法家的实践家；秦始皇

重用李斯，好像就纯粹实行法家之权、术、势。 可

是这样一来，不就等于把秦之所以能灭六国、顺应

历史大势、实现中国统一大业的功劳，完全归于法

家之一派？ 法家之外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家之学岂

不都站到了中华统一大业的对立面？ 这符合历史

事实吗？ 至于历史事实，诚如任继愈所说：“孔、
墨、老、庄、申、韩，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希望天下

（中国———引者注） 统一，建立一个有秩序的社

会。 他们从不同角度，代表不同的人群，为后来秦

汉大一统提供蓝图作思想探索。” ［１２］１６５显然，尤其

是对于战国末期的人物，非要贴上“纯儒”“纯法”
的标签，把所谓“儒法之争”绝对化，对历史没有

什么解释力，对后世（如“文化大革命”中“四人

帮”搞的所谓“儒法斗争”）更没有什么好作用。
第二，就荀子思想特点而言，作为战国思想的

集大成者，荀子虽然坚持了儒家尊仁崇义隆礼的基

本立场，但他并非局限于儒家，而是融会诸家。 司

马迁说荀子“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

万言而卒” ［１０］２３４８，在战国末期总结了儒、墨、道德各

家的成败优劣，成就了中国学术史上的大综合。
荀子之所以能建此旷世之功，首先是因为他

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在秦统一六国之前的约一

百余年间，诸子百家汇聚齐国稷下学宫这一世界

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学术中心，稷下先生和学子们

享受优厚的待遇，“不治而议”，自由讨论，相互辩

驳，相互吸收，实为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学术创新圣

地。 其次是因为荀子在稷下学宫“三为祭酒”，
“最为老师” ［１０］２３４８，在长达数十年间主持学术大

讨论，最有条件兼容并包，“诸家杂糅”，引领百家

争鸣走向了百家融合。 例如，儒家崇尚王道，反对

霸道，而荀子主张王霸兼用；儒家重义而轻利，荀
子却“义利兼顾”；儒家提倡礼治，而荀子提倡礼

法兼治；儒家法先王，而荀子法后王；儒家尊天敬

天，荀子主张“制天命而用之”；等等。 在孔孟“纯
儒学”之后，实现了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伟大的

综合，成就为战国末期无出其右的集大成者。 被

其后学们赞为“孔子弗过” “德若尧、禹” ［９］５１０，可

与孔子比肩，能与尧、禹相似。
这样一位影响巨大的思想大师，在实地考察

了秦国之后，称赞秦国的治理，即便与尧、舜、禹、
汤、文、武、周公之古代比，也堪称达到了治理的最

高境界：
　 　 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

污，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 及都

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

不楛，古之吏也。 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

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

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
之士大夫也。 观其朝廷，其间听决百事不留，
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 故四世有胜，非幸

也，数也。 是所见也，故曰：佚而治，约而详，不
烦而功，治之至也。 秦类之矣。［９］２６０－２６１

荀子赞赏秦国的民间治理形成了清风良俗，
百姓朴实，无污秽声乐，无怪异服装，民众服从管

理，很像古代的人民———这不是对其社会规范和

社会制度的充分肯定吗？ 官吏们严肃认真、恭敬

节俭，敦厚可敬，忠诚守信，毫不懈怠，真像古代的

官吏———如果没有优良的吏治怎么可能达到这种

状态？ 士大夫们走出家门，进入公门，走出公门，
回到自家，不务私、不勾结、不结党，明智通达、公
正无私，真像古代的士大夫———如果没有有效的

制度何来如此清朗的政治生态？ 朝廷办理各种政

事当日办结，绝无遗留，以至悠闲得就像无事可办

似的，真像古代的朝廷———这不是政通人和的最

好证明吗？ 正因为秦至昭襄王这四世治理有方，
才能不断胜利，这不是侥幸，是具有必然性的。
“古之治”即夏商周三代之治，是古代圣王的治

理，孔子赞为“郁郁乎文哉” ［１３］２８，在儒家眼里是

极盛之大治，是国家治理的最高标准。 而“秦类

之矣”，如此高度的评价，不论对于秦国统治者和

老百姓，还是对于东方六国的士人们，都必定发生

振聋发聩的作用。 这番言论出自战国末期最后一

位大儒荀子之口，比秦昭襄王说多少话都更有震

撼力和影响力。
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在当时就发生了直接的

效果。 前面提到荀子对秦相范睢指出秦国的“所
短”是“无儒”。 很快，秦国就采纳了荀子的意见，
仿照荀子任职的齐国之稷下学宫，建立了“不治

而议”的博士制度。 秦制规定博士的职责是“通
古今，承问对”，参与议政。 钱穆认为“博士”与

“稷下先生”“异名同实” ［１４］。 所不同者是“博士”
·７６·



纳入了官吏系统，是“吏” “师”合一的。 “博士”
虽不全是儒者，但这一制度的设立，是荀子对秦汉

制度建设发生影响的直接证据。
荀子在入秦前后，对春秋战国连年征战兼并

中各国的兴亡原因作了深入研究，对于国家治理

之道作出了规律性的概括和总结。 《荀子》一书

的绝大部分篇章，从主题看，都是直接论述“王
制”“王霸”“强国”“富国”“君道”“臣道”“致士”
“议兵”等实际问题，与《论语》《孟子》相比，较少

道德说教而更加贴近社会实践亦即更可“致用”；
从论述的内容看，更加具有经验性，更加可以参

验亦即凸显“实证性”。 诚如章太炎在谈到荀子

与孟子、子思之别时所指出的：“荀子专主人事，
不务超出人格，则但有人趣。 若论政治，则荀子

高于思孟。” ［１５］１７９荀子不作“超出人格”的道德

说教， 专 注 社 会 实 践， 尤 其 是 “ 明 施 政 之

术” ［１５］ １７７，懂得如何决策和实行，这就为后续入

秦参政的门生和稷下学子们，提供了在经世致

用上更具实际指导性的思想和行动指南。 总

之，荀子的言论和行动是经世致用的，发生的影

响当然也是经世致用的。
第三，就群学研究而言，在讨论了所谓“儒法

斗争”和荀子思想特点之后，我们就比较容易评

估荀子入秦对秦国制度建设的影响了。 首先，荀
子高度赞扬了秦国的国家治理、政治制度，而在当

时的普遍舆论，是认为秦国不过是利用地理环境

等资源优势和严刑酷法、对外征伐抢掠才强盛的，
否认秦国的制度优势和治国方略。 荀子作为战国

末期最负盛名的学术领袖对秦国的肯定，必定在

思想舆论上，对秦国乃至六国的制度评价和建设

实践发生深刻影响。 显然，单单看到荀子入秦未

被任用，就否认荀子的言论对于秦国制度建设及

与六国的制度比较所发生的思想影响，是只见其

表未及其里。
其次，春秋战国（前 ７７０ 年—前 ２２１ 年）五百

多年间，诸家之学经历了从纷纷创立、相互辩论到

走向融合的漫长过程。 儒学虽为显学，到了战国

后期，也在与各家的争辩中广纳众长，丰富自己以

便适合时代发展的需要，而国家统一已是各家的

共识。 此时诞生的群学虽然主要吸取了儒家的概

念和命题，但它必定是超儒法之别的，合群、能群、
善群、乐群，不仅儒法皆通，也是“诸家杂糅”，非
囿于一派，更不限于一国，而是以“天下” （中国）
一统为己任、专长于探讨国家与社会的建设和治

理之道的学问。
秦统一六国的过程，场面上是国力的竞拼和

征战的胜败，实质上却是制度的创新和优劣的较

量。 秦“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
上古以来未尝有” ［１０］２３６，中华一统伟业中的制度

创新，最集中地体现了合群、能群、善群和乐群的

精义：“书同文”，原来诸侯国各自使用不同的文

字，不利于信息沟通、文化交流、教育发展，而文字

统一，为大一统中华文化发展绵延奠定了基础。
各地的人们口音难免不同，但文字相同，这就为

“合群”提供了方便条件。 “车同轨”，大大改善了

交通条件，促进了商旅贸易、人员往来、经济发展，
这非常有助于增强“能群性”。 统一度量衡，秤
（衡）、石（重量单位）、尺（长度单位）全国统一，
方便了公平交换，增进了国家统一意识，有利于国

家治理，这也就为“善群”创造了条件。 至于废分

封设郡县，更是功垂千秋。 周代分封诸侯，后辈相

互疏远，相互攻击如仇敌，“诸侯更相诛伐，周天

子弗能禁止”，“天下共苦战争不休”。 秦始皇“分
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等官吏，仅以

“公赋税重赏赐之”，不复立诸侯国。 此“安宁之

术也” ［１０］２３９，全国免得再遭诸侯混战之灾，对于数

百年来备尝刀兵死难之苦的百姓来说，“天下平”
就是当时翘首以盼的“乐群”状态了。 钱穆指出：
“战国分裂后，有秦汉之统一。 此非统一于秦的

兵力，实统一于战国诸子百家人类文化理想之调

和，以化异为同，渐臻于一。 ……故秦之统一，乃
酝酿于当时人类之文化理想。” ［１６］ 其中就应该包

括群学的合群、能群、善群和乐群之功。
当然，荀子只是一位学者，群学只是一门学

术，学术对实践的作用一般不是直接的，其间还有

转化为政策、政策决定过程、政策实行过程以及影

响政策决定和实施的政治、经济、人事和环境等诸

多环节和因素。 所以，既不能把实践的失败简单

地归咎于学术，也不能把实践的成功过分地归功

于学术。 我们讨论荀子及其群学对秦汉制度建设

的影响，不过是肯定群学作为合群、能群、善群和

乐群之学与秦统一六国的过程及其制度创新在方

向上是一致的，在精神实质上是相通的，是符合当

时历史趋势的，因而是有积极影响的。 由此，我们

根据荀子游秦的行动和言论以及群学的精神实

质，肯定群学的经世致用之旅，正是其创立者亲自

开启的。 尽管荀子本人游秦只有一次，但他作为

战国末期的学术领袖、影响最大的学者，不论对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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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秦国执政者直接影响几何，对东方六国特别

是集中于稷下学宫的学子们肯定发生了极大的导

向作用，其亲传弟子李斯以及一批稷下学子就是

在此后纷纷投奔秦国，实际参与其制度建设的。
尽管荀子对秦国以及东方六国制度建设的直接影

响难以仅据有限的史料加以准确评估，但荀子门

人和后学参与秦汉制度建设的实际行动及其效

果，为考察群学对秦汉制度建设的影响提供了更

为确凿而充分的证据。
（二） 荀子门人和后学积极参与秦汉制度

建设

荀子入秦，是带了头，此后，特别是在秦王政

亲政之前的十多年间，主持政务的吕不韦招揽了

一大批稷下学者入秦，其中就包括荀子门人。 这

些人在吕不韦的主持下编纂《吕氏春秋》，该书汇

集诸子之学，其中就包含了取之《荀子》一书的许

多篇章。 作为“仲父”的吕不韦，其《吕氏春秋》对
成长中的秦王政是有直接影响的，吕不韦主政时

期也为秦王政统一六国准备了国力和军力条件。
秦始皇亲政早期，赢氏宗室闹事，要求驱逐投

奔秦国效力的外来人士，由宗室独掌权利。 李斯

上奏《谏逐客书》，①历数昔日四代先王因重用外

客，而使秦国得以“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

用，诸侯亲服”的史实，指出此“皆以客之功。 由

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这讲的不就是合群吗？
合外客与赢氏宗室不也就是能群吗？ “地广者粟

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聚天下英才而用

之，不就是善群吗？ “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

德。 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

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不聚天下英才，
何以得天下、治天下？ 以统一天下为己任，从根本

上谋求国泰民安，不就是乐群吗？ 李斯之所为，到
底哪些遵循了老师荀子的教诲，哪些违背了老师

的学说，以及李斯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法家等，对
其个人历史功过的评价不是本文所关心的。 我们

的着眼点是群学，客观地说，李斯帮助秦国富国强

兵，实现了国家统一，这本身就证明了天下一统、
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体系，是与群学作为合群、能
群、善群和乐群之学的根本精神相符合的，这是群

学最突出的体现。
到了西汉，荀子门人张苍担任丞相十五年，深

度参与了汉初制度建设。 第一，汉承秦制，张苍在

秦朝曾任御史，了解秦制，在汉初制度建设上起到

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故汉家言律历者，本之张

苍。”在汉代，律历是很重要的制度，并且是许多

其他制度的依据。 所谓“推五德之运，以为汉当

水德之时，尚黑如故。 吹律调乐，入之音声，及以

比定律令” ［１０］２６８１。 第二，作为荀子的门人，张苍

在汉初传承儒家经典方面也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

用。 荀子通过“私学”保存和传授下来的经典，如
《春秋左传》《春秋谷梁传》《毛诗》《鲁诗》《韩诗》
《易经》《周礼》等，“六艺之传赖以不绝者，荀卿

也。 周公作之，孔子述之，荀卿子传之，其揆一

也。” ［３］７８“两汉经术其为荀学者十而七八，昭昭然

也。” ［１７］５０可是，荀子在秦统一六国之前已经去世

了。 在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这些经典在汉初是

依赖荀子门人传承的，其中，张苍功不可没。 “苍
本好书，无所不观，无所不通，而尤善律历。”而且

“苍年百有余岁而卒” ［１０］２６７５－２６８２，在传承儒家经典

上做了不少工作，例如《左氏春秋》，是荀子传张

苍，然后由张苍传贾谊。 而这些传承经典之人都

实际参与了汉代制度建设。
汉儒刘向、刘歆、董仲舒等所传，皆本于荀卿。

其中的佼佼者“董仲舒治《公羊春秋》，故作书美

荀卿，其学皆有所本” ［１７］７８。 董仲舒既传承荀子，
又参与朝政。 他对策贤良，请表彰六艺，提议罢黜

百家；又建议 “兴学校，置博士，设明经射策之

科……二千年来国教之局，乃始定矣” ［１７］４６。 总体

上说，汉代统治者基本接受了荀子之学，“兼容礼

法”，正所谓“汉家自有制度，以王霸道杂之”。 这

是与荀子门人和后学的积极作为密不可分的。 由

此，群学得以由知识型转向实践型，从而实现了

制度化。

　 　 二、经世致用与群学的“相态”演变

　 　 （一）群学制度化既是群学参与制度建设的

结果，又是制度建设实践对群学的回馈

群学制度化是指群学的命题由知识型向实践

型的转变，命题的内容由元典性的转变为制度性

的。 命题是判断，也是观点和观念，所谓转变为

“制度性的”，不仅指命题本身的含义，也指命题

在参与制度建设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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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和结果———命题由一种判断、一种知识、一种

说教转变为一种行动、一种实践、一种外在的社会

制度和秩序。 由此，群学展开了经世致用的历史

演进过程。 这一过程与社会制度建设的实践过程

是完全统一的，但不是讲的社会制度建设本

身———那是社会制度史、社会史的研究内容，而是

讲的群学命题由知识型向实践型的演变。 这主要

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一些知识性命题直接转变为制度性命

题。 这在善群（治国）、能群（齐家）层面的命题中

最为多见。 例如，尊老敬老，在“元典”中，表现为

“人伦与天地同理”等命题，这是讲根本道理的；
同样，“教化以明人伦”是教育人、劝导人的，“仁
以孝悌为本”是讲核心要义的，“父慈子孝”是讲

为人的基本要求的，这些都是知识性命题。 到了

秦汉， “汉家以孝治天下”，尊老敬老就制度化了，
而且体现到了社会的所有层面。 在朝廷，皇帝颁

诏书，在律令上明确“高年赐王杖”制度，详细规

定了老年人的地位和待遇；在社会，“显亲扬名”
“婚丧以礼”，形成孝老的仪式习俗；在宗族，“报
恩祭祖”“敬宗聚族”养成孝老敬老的舆论氛围；
在家庭，“夫和妻顺”“长幼有序”成为必须遵守的

规则；在个人，事亲尽孝是儿孙的本分和责任。 这

样，修身和齐家的命题就提升为治国方略和国家

基本制度了，“家国一体”成为社会的基本结构，
也就制度化了。 尽管许多制度早有渊源，但到了

汉代就更加定型化、体系化了。
再如，荀子讲“隆礼重法”，这在“元典”中，表

现为“礼立则国治”，这是讲治国的根本；“义立而

王”是讲治国的原则；“法为治端”是讲法乃治国

重器，都是知识性的命题。 到了汉代，主张“王霸

道杂之”，这些论断就在制度建设中得到了实现。
“察举孝廉”是关于选吏标准的制度，“独尊儒术”
是统一思想的制度，“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是法

制教育制度，“德主刑辅”是国家治理方略，“春秋

决狱”是运用《春秋》等儒家经典来指导司法审判

的“以礼释法”制度，如此等等。 这样一来，“隆礼

重法”的思想观念，通过形成这些制度，就转化为

实践型的命题了。
当然，到了秦汉时期，不仅在善群（治国）、能

群（齐家）层次，在其他层次群学向制度化的转型

也很普遍。 例如合群（修身）的系列命题，不再像

“元典”中那样，只是讲“人与天地相参” “明天人

之分”，这些都是前提性的大道理，与人的实际行

为关系不直接；“修身在正心”“修己以安人”等也

讲的是根本原则；“存心养性” “无信不立” “与人

为善”等是讲合群的方法；即使讲到合群的途径，
如“学能固群”“学而知之”等也是抽象的认知，在
实际做法上不够具体。 而秦汉以降，群学制度化

讲合群，就更加具有实践性了。 讲学习，国家和社

会通过建立正式的教育制度作为修身的具体途

径，如兴办太学、设立博士子弟员制度，在地方上

立学官、制学校，复兴私学，将学校教育普及到乡

里，以至汉代呈现出“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

盈门”（范晔，２０１２：１０８３－１０８４）的盛况。 通过各

级各类的官学私学崇仁义、立教化，让民众读诗

书、明礼仪、端品德、修善行，即使修身也有了正式

或非正式的各种制度了。
第二，一些知识性命题虽然不一定直接表现

为制度性命题，但却包含了某些制度性内容，或与

某些制度相关联。 这种情况在合群（修身）和能

群（齐家）层面的命题中比较多见。 一般而言，正
式制度的建设是在国家和社会的层面进行的，在
个人修身和家庭内部治理中形成的大多是规范、
习俗、风气之类非正式制度。 在这些层面，知识性

命题也会包含制度性内容。 例如，修身，就不再只

是从道理上强调学习的重要性，而是讲“强学力

行”，“学”要与“行”相结合。 怎么“强学力行”？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一步一

步将治学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并且与察举、选
吏制度相衔接，由此导向治国平天下的目标。
同样，将“立身行道”与孝道紧密联系起来，尽孝

就是至要之道，让父母脸上有光就是理想的孝

行，这样，怎么“立身”、怎么“行道”就具体化为

行动性的规范和习俗了。 要合群，就要广交朋

友，要交真朋友，就要讲究交友之道。 怎样做到

“交友有道”？ 包括怎样择友，如何尊友重友、交
友以信，都有一些程序性、制度性的规定。 “礼

尚往来”就有初次见面时的“执贽（礼物）礼”、
答拜礼，以及回馈、报答等，都包含了制度性

内容。
第三，另一些知识性命题，其知识性在形式上

不一定发生变化，但在参与制度建设的过程中发

挥了作用，产生了影响，形成了制度性的结果。 例

如，“德有六美”，在形式上仍然是知识性命题，何
谓六 美？ “ 有 道、 有 仁、 有 义、 有 忠、 有 信、 有

密” ［１８］，这本来是一种认知。 但是，德融入了礼

乐、典章之中，体现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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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实践之中，就形成了“礼乐制度”。 “礼、乐，
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 ［１９］通过礼乐的学习

和感悟，人们就变得有德，“德有六美”作为修身

的行为准则，也就表现为礼乐教化的规范和制度。
又如，“君子慎独”作为修身的原则，也是一种认

知，但在具体的修身实践活动中，对形成为政和士

林风气发挥了很大作用。 为政自责，两汉时期有

１２ 位皇帝共下达灾异罪己诏书 ３３ 次，“罪己”担
责已成惯例，也就近乎制度化了。 再如，“民为国

本”在形式上是一个根本理念，到了汉代，它包含

了一系列具体制度，诸如董仲舒提出的“薄赋敛，
省徭役，以宽民力” ［２０］，贾谊提出的广备余粮、促
进农业发展等，都使“民为国本”从先秦时期的治

国原则转变为制度实践了。
第四，群学命题制度化也反过来丰富了群学

的内容，并且在群学制度化过程中形成了许多新

命题。 制度建设是秦汉时期的“主旋律”，是具有

奠基性意义的历史实践。 参与制度建设，让群学

得以开阔视野、接触新事物、迎接新挑战，当然自

身就会得到极大丰富，形成许多新命题：乐群（平
天下）层次的“和亲安边” “屯垦戍边” “长安留

学”等制度性命题；善群（治国）层次的“事在四

方，要在中央”，以及“以孝治国”“平准均输” “盐
铁专卖”等命题；能群（齐家）层次的“三老五更”
“高年赐王杖”等命题。 这些都是当时丰富的制

度建设实践对群学命题体系的回馈。
我们只要粗略地比较一下，就不难发现群学制

度化命题的丰富性与后来的西方社会学相关内容

可有一比。 例如，群学制度化的合群（修身）命题

比西方社会学讲的“个人社会化”丰富多了，群学

制度化的能群（齐家）命题如“关系”“人伦”等比西

方的家庭社会学、组织社会学并不逊色，群学制度

化的善群（治国）命题如“内圣外王”“礼法并重”等
与西方的社会治理各有千秋，群学制度化的乐群

（平天下）命题如“天下为公”“和而不同”等是西方

社会学恐难以比拟的。 更重要的是，群学命题制度

化不仅极大地丰富了群学的知识性内容，还使得群

学转化为经世致用的实践性“相态”，这更是西方

社会学未能企及的。
（二）群学命题体系演进的“相态”
群学从元典到制度化的演进，呈现出两种不

同形式的命题体系，前者是知识型的，后者是实践

型的或者知识—实践型的。 我们将这种演进称为

“相态”变化。 “相态”，原指同一物质的某种呈现

状态，如水在不同季节和温度下，可以呈现为冰、
雪、雨、雾等相态。 这里借指群学命题体系在不同

时期的呈现状态。 就其不过是指一种“表现形

式”而言，“相态”与“形态”并无二致。 不过，“相
态”更强调同一种物质在不同情况下变化的连续

性和一致性，如冰、雪、雨、雾都是“水”。 就群学而

言，不论在什么时代，都是合群、能群、善群、乐群，
这是一以贯之的，不过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而“形
态”的历史演变却既可以是一致性的，也可以有内

在的重大差异，例如封建主义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

意识形态、后者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间都有实质

性的不同。 正是考虑到这种区别，我们将群学历史

演变的表现形式———从“群学元典”到“群学制度

化”，以及以后陆续展开的“群学民间化”“群学心

性化”和“群学转型”，都称为“相态”———内在一

致，表现形式在不同时代有明显区别。
之所以选择“相态”一词，不仅因为群学命题

体系演进的内在一致性，还因为这个演进过程是

阶段性和叠加性的统一。
（三）群学相态演进的阶段性和叠加性

制度、制度建设什么时候都有，但在概念上不同

于制度化。 而且，我们讨论的仅仅是群学的制度化，
不是其他对象或一般意义上的制度化。 而群学制度

化的发生有其特定的原由、过程、标志和特征。
群学为什么要制度化，为什么能够制度化，它

的原因和机制很复杂，也很重要。 西方社会学重

视制度研究但未必有确定的制度化相态，为什么

群学就有一个制度化问题？ 因为“学至于行”，群
学的知识性和实践性是高度统一的，经世致用已

经内化为学术的本质而成为传统。
那么，群学制度化何以能够发生？ 因为春秋

战国五百多年战乱纷争，最初的诸侯国数量，荀子

有“立七十一国”之说［９］ ９０，据说“封国”加“名义

封国”有四百个之多。① 经过连年相互兼并，剩下

“战国七雄”，争的就是由谁来一统天下，各国拼

的是国力，比的却是制度创新。 为了解决国家兴

亡这个生死攸关的大问题，各种制度竞相被创造

出来了，而且都试验过了，筛选过了。 好的制度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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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封国”数量，说法不一。 也有说八百之多的（“周武王东伐至盟津，诸侯会者亦有八百之多”，蒋锡昌《老子校诂》自序二，成
都古籍书店 １９８８ 年版，第 ３ 页）。



使一些诸侯国强大，坏的制度使得国家灭亡，这样

就给大一统的秦国建立新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打下

了历史基础。 又由于大批士人进入政界，许多人

深刻总结了历史经验，群学也就关注到制度这个

兴衰存亡的大问题，从而使得群学很自然地参与

到新制度的制定过程中。 可见，从原由和过程来

说，群学制度化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特定历史阶

段的产物。
群学制度化的标志有外在与内在之别。 其外

在标志是秦汉基本社会制度的形成。 也就是说，
秦汉建立的基本社会制度，并非发端于秦汉，更非

终止于秦汉，而是形成于秦汉，一些基本制度此后

延续了二千多年。 其内在标志就是群学命题体系

的制度化。 也就是说，秦汉建立的基本社会制度，
其精神实质内化为群学的命题，标志群学制度化

的形成。
什么是群学相态变化的特征？ 以上说的阶段

性就是其主要特征之一。 群学在制度化的基础

上，继续沿着经世致用的方向展开相态变化。 随

着唐宋礼制下移，也与科举制度使得经典普及到

民间有直接关系，群学深度参与了中国民间社会

的发育过程，从规范和习俗等方面形塑民间社会

生活。 由此，群学制度化发展为群学民间化。 毫

无疑问，有“官方社会”就有“民间社会”。 但“民
间性”不等于“民间化”。 群学民间化是阶段性的

过程，有起始必有“完成”，这与“民间性”不同。
群学民间化的阶段性以其在家训、族规、乡约、蒙
书等形式中的成熟体现为标志。 正如工业化有起

始也有完成，实现了工业化转入信息化、网络化

了，工业还继续存在，而且更发展了，但尽管如此，
工业化已经实现了，工业化作为一个阶段已经转

为信息化、网络化了，被称为“网络社会”了。 同

样道理，民间化持续到宋代也就“形成了”———中

国的民间社会发育定型了。 至于元明清时期尽管

家训、乡约之类更为发达，那只能算是“民间性”
的继续，作为发展阶段，群学舞台的中心、时代的

主题已经让给明清时期群学“心性化”了。 中国

在宋代商品经济已经很发达，社会结构发生了深

刻变化，社会新因素大量涌现，人的个性空前萌

动。 到了明代以后，面对社会新局，面对启蒙和实

学，统治阶层不是积极顺应，而是保守僵化。 群学

在外在化方面难有作为，只好转向内在的心性方

向，这当然也与儒道释此时已然实现融合有关，由
此而“心性化”也是势所必然。 到了清末民初，西

方社会学强势传入，群学被迫转型，这个阶段的起

始是非常明显的。
概括地说，在理论逻辑上，群学制度化的形成

是在秦汉，群学民间化的形成是在唐宋（礼制下

移），群学心性化的形成是在明清。 在这些时间

段之前肯定各有一个酝酿和发育过程，之后更有

延续和发展过程。 只是说群学制度化形成的标志

是在秦汉，民间化形成的标志是在唐宋，心性化形

成的标志是在明清。 理论逻辑与历史阶段有联系

也有区别。
群学相态演进的各个阶段，并不是绝然分开

的，而是相互叠加的。 自群学元典在秦汉实现制

度化之后，群学下沉民间，展开了民间化过程，制
度建设不仅仍然继续，制度化不仅没有终止，而且

为民间化提供了基础和条件。 继而，正是在制度

化和民间化的基础上，群学进一步沁入人心，展开

了心性化过程。 至于群学转型，有主动与被动之

分，主动转型不论从哪个时间点开始，它都是在制

度化、民间化、心性化的基础上发生的，并且是这

一过程的延续；被动转型是由于与西方社会学的

碰撞和互动，参与因素多了，线索也就复杂曲折，
另当别论。 尽管如此，群学相态演进过程基本上

保持了阶段性与叠加性的统一，这是群学演进的

本质特征。
群学相态演进何以能够形成阶段性与叠加性

相统一的特征？ 这与演进过程的实现机制有

关。 以上我们只是简单提及“群学元典” “群学

制度化”“群学民间化” “群学心性化” “群学转

型”几个群学相态演进阶段。 对于这些相态，
《中国社会学史》各卷将作专门探讨和论述。 这

里需要说明的是，群学相态变化虽然发生在二

千多年来的朝代更迭过程之中，但却与朝代变

化没有直接关系，而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大势相

吻合、与中华文化传承的机理相关联。 从群学

相态演进的阶段性和叠加性相统一的特征，也
可以管窥到中国社会生生不息、中华文化绵延

不断的内在机理之一斑。

　 　 三、经世致用与群学相态演进的实现
机制

　 　 在中国学术中，经世致用既是一个根本原则，
也是一种历史传统。 以此为线索，我们可以从历

史实践、社会理论和思维逻辑三个视角考察群学

相态演进的实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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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实践的视角

中国早在夏、商、周三代已有“士”，到春秋战

国时期已然形成了士阶层［２１］１７１。 而西方学人几

乎一致认定，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在欧洲

的出现，大概不能早于 １８ 世纪。 中国历史上的

“士”大致相当于今天所说的“知识分子”，尽管两

者不尽相同，但就作为文化和思想的传承和创新

的承担者这一角色定位而言是没有差别的［２２］１。
余英时问道：“为什么知识分子阶层在西方出现

得这样迟，而中国竟早在先秦时代便已产生了

‘士’呢？” ［２２］３我们的《中国社会学史》所探讨的

基本问题是，为什么西方社会学在 １９ 世纪中叶才

诞生，而中国竟早在战国末期便已产生了群学呢？
这两个句式相同的问题是高度相关的。 全面地探

讨这种问题，必须深入考察中西文明、中西学术的

起源和流变之异同。 这里需要讨论的关键问题是

士阶层与群学的关系。
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在《中国社会学：起源与

绵延》和《中国社会学史》 （第一卷）中都作过探

讨，论证了群学的产生是先秦崛起的士阶层的智

慧集成。 即是说，欧洲比中国晚二千多年才产生

士阶层，是中国能够比欧洲早二千多年产生社会

学（群学）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果欧洲人有疑问，
应该自己先问问欧洲为什么比中国晚二千多年才

产生知识分子阶层。 当然，社会学（群学）在中国

先秦的产生还有多种原因。 而士阶层无疑是这一

学术创新的主体。 同理，群学的相态演进也与士

阶层的角色演变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先秦到秦汉，士阶层的角色、地位和作用发

生了明显的变化。 在秦汉之前，虽然有个别士人

身居要职，但士大多在列国游走，称为“游士”，主
要靠“游说”表现自己的才能，于是众“说”并起，
各派纷争，终于形成了“百家争鸣”。 到了秦汉，
有了前述的博士制度，师吏合一，参与廷议，有大

批的士人加入了正规的官吏系统。 钱穆说：“中
国在秦汉以后形成了‘士’人政府，社会由士人来

领导与控制” ［２１］１７７。 在“四民社会”中，即使不尽

如钱穆所说“士为中国社会的中心”，居于士农工

商之首确是毫无异议的［２１］ ２００。 有了士大夫即有

知识的士人正式而稳定地进入官吏系统，才有制

度的创建和实行。 这样就有了前述荀子门人和后

学推动群学制度化的发生。 显然，正是士阶层角

色地位的这一转变，成为群学由此得以制度化的

实现机制。

隋唐以降，得益于科举制的兴盛，士阶层的规

模急剧扩大，而正规官吏系统所能吸纳的士人毕

竟有限。 据徐松《登科记考》著录推算，唐代科举

各科考生不少于 ５．５ 万余人，而唐六部二十四司

的郎官据赵钺、劳格《郎官石柱题名考》计只有

４１５９ 人［２３］。 尽管我们无法确知由士而吏的总人

数，但估计吏士之比不会超过 １０％。 也就是说，
士阶层中不少于 ９０％的人沉淀到了民间，到了宋

代，这个规模应该大得多。 正是这一大批熟读经

典、遵行礼义、立志于道、有极强的创造力而又入

仕无门的士子们，转而面向民间社会，服务庶民大

众，创作了不计其数的家训、族规、乡约、蒙书、笔
记等通俗易懂、生动活泼的新形式，参与塑造民间

生活规范和秩序，从而体现合群、能群、善群和乐

群，推动并实现了群学民间化。
南宋以后，直到明清时期，群学进一步心性化

了。 当然，重视心性，一直是儒道释的共同旨趣，
但是群学心性化应是以陆王心学及其阳明后学为

标志。 因为不只是重视心性，而是把群学心性化，
这是指将合群、能群、善群和乐群最终归结于修

身，将修身诉诸诚意、正心，将诚意、正心当作解决

一切社会问题的不二法门的倾向。 总而言之，面
对欧洲蓬勃兴起的启蒙运动和科学上强势的实证

思潮，特别是到了晚清西方社会学的直接冲击，群
学不得不发生转型。

群学相态演进的过程是与中国士阶层的历

史轨迹高度重合的。 “中国知识分子，此乃中国

历史一条有力的动脉”［２１］ １３０，也就是群学演进的

实际推动者和承担者。 “士志于道” ［１３］３６，“辨然

否，通古今之道，谓之士” ［２４］ 。 传道授业、经世

致用是士的精神，也是中国文化的传统。 中国

历史上的“经世致用”，说是一种“文化”，背后是

有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作为基础的；说是一种

“传统”，其实是有“士”这个阶层具体承担传承

使命的。
（二）社会理论的视角

群学并不像西方社会学那样主要以知识形态

存在，而具有极强的社会实践功用。 群学既有理

论性的一维，又有实践性的一维；既有明晰的结

构，又有强大的功能，而且理论性与实践性、结构

与功能是高度统一的。 这样的统一何以能够达

成？ 群学的相态演进何以能够实现阶段性与叠加

性的统一？ 其中必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主线，那就

是合群、能群、善群和乐群。 那么，“四群”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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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群学相态演进的漫长历史过程中实现一以贯

之的呢？
至此可以点明，我们选用水的“相态”一词，

是依照管子所说：“水者何也？ 万物之本原也，诸
生之宗室也”，“唯知其托者能为之正” ［２５］３１６。 水

既然是万物的本原，所有生命的根本（宗室），那
么只有知晓万物寄托于水，才能证明这里的道理：
群学具有水一样的生命力、渗透力。 它既可以深

度参与制度建设过程，正如水可以形成江河一样，
有界限，有方向，这就是“群学制度化”；继之随着

唐宋礼制下移而沉入民间社会发育过程，参与社

会日常生活规范和秩序的建构，就像滋润土壤的

雨露一样，这就是“群学民间化”；以明清时期为

标志，群学又随着儒道释的深度融合，而沁入人们

的心田，促进人的心性变化，如同水由奔涌的明流

变成了无形无踪的潜流，这就是“群学心性化”。
为什么随着礼制下移就便于实现群学民间

化？ 继而又能够在民间化的基础上实现心性化？
因为“礼”在群学中本来就是“大本”“类之纲纪”
“礼以明分” “礼以定伦” ［９］ １２６，７，１４６，５１，处于规定和

统摄方方面面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的至高地位。
礼———礼仪、礼义、礼俗、礼法，就像水一样渗透到

社会的方方面面、每一个角落。 “凡用血气、志
意、知虑，由礼则治通，不由礼则勃乱提僈；食饮、
衣服、居处、动静，由礼则和节，不由礼则触陷生

疾；容貌、态度、进退、趋行，由礼则雅，不由礼则夷

固僻违，庸众而野。 故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

成，国家无礼则不宁。” ［９］１４－１５不论在个人 ／修身层

次，人事 ／社会层次，乃至国家层次，都有赖于礼。
因此，“君臣上下，贵贱长幼，至于庶人，莫不以是

为隆正。” ［２６］２６１不论是什么人，莫不把“礼”作为最

高标准。 不论任何事、任何领域都要遵从礼，此所

谓 “礼以定伦”。 荀子断然宣称“《礼》者，法之大

分、类之纲纪也” ［２６］ １４，人不遵循礼就不得生存，
做事不遵循礼就不能成功，国家不遵循礼就不得

安宁，所以中国被称为“礼仪之邦”。
由是观之，群学制度化的实质就是把先秦关

于礼义的精英言论，变成了外在的制度，把先秦只

是作为“行为规范”的“礼义”变成了国家的正式

制度。 群学民间化就是将先秦 “不下庶人” 的

“礼”转变为平民社会日常习用的“俗”。 群学心

性化就是经过程（程颢、程颐）朱（熹）理学“化礼

为理（学）”，作为过渡，到了陆（陆九渊）王（阳
明）心学 “化礼于心”———儒学禅化、道学内丹、

佛学心性三者融合为一，从民间化进而实现心性

化。 可见，“礼”就是贯穿群学相态演进全过程的

“纲纪”。
（三）思维逻辑的视角

前述士阶层在群学制度化过程中所发挥的承

担者作用，礼在这一过程中之所以得以贯穿始终，
乃至群学整个相态演变过程之所以呈现阶段性与

叠加性的统一，归结起来，都与中国传统思维的特

点有着密切关系。
中国传统的思维逻辑与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

逻辑确实有很大的区别。 笔者把群学的逻辑概括

成“整合—贯通”逻辑［２７］，表明群学的概念结构不

是两两对立的，整合贯通不是进化主义的。 我们

讲群学制度化、民间化、心性化和转型，不是一个

阶段结束了再进入下一个阶段，不是前后取代的

关系。 按照西方逻辑，就是传统社会结束了，进入

现代社会；农业社会结束了，进入工业社会；奴隶

社会被推翻了，进入封建社会。 这种阶段论的主

要特征，就是一个取代一个。
中国文明能够五千年来绵延不断，它不是这

种逻辑，它是延续性的、积累性的、嵌套的逻辑。
制度化、民间化、心性化和转型一层一层叠加，中
华文化就越来越丰厚，这个过程是积累性的，我们

常说的“博大精深”就是这么来的。 所以，中国的

文化传统绵延不断，前面的给后面的打基础，后面

的又在前面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中国社会、中国文

化包括群学就是这样连续的、不断积累的、叠加式

的发展过程。
当然，西方逻辑也有其优点，两个概念对着

说，显得比较清楚，界限比较分明，分析性就是西

方逻辑的长处。 中国传统思维却是自始至终不离

开整体性，坚持从整体上把握对象。 就把握整体

性而言，整合—贯通逻辑比西方的区隔—取代逻

辑有明显的优越性。 尽管群学与西方社会学的研

究对象“正同”，研究方法“暗合”，但二者所不同

者主要在于逻辑特点。 中西思维逻辑的不同特

点，是形成不同学科划分模式的重要原因。
（四）历史、理论与逻辑的统一

群学相态演进的逻辑过程所反映的是中华民

族不断繁衍和演进的历史过程，所呈现的是群学

理论不断丰富和延续的过程，所演绎的是群学逻

辑的展开和递进的过程。 这里体现的正是历史、
理论与逻辑的统一。

仍以孝老命题为例。 群学元典中的孝老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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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在参与制度建设的过程中，到汉文帝，制定

“高年赐王杖”制度，并且给予不同年龄段的老人

包括肉、帛、粮食等相应的待遇，孝老理念就此外

化为制度。 这些制度丰富了孝老的内涵，从“高
年赐王杖”制度，到“高年是持有皇帝赐予的王杖

的人”这个判断，就转化为命题。 在这个命题中，
“老人”由一种年龄规定，增加了身份地位的规

定；经过逻辑过程，外在的制度内化为孝老命题的

制度性内容，使得孝老命题含义得到丰富。 在这

一历史、理论与逻辑的统一过程中，孝老命题实现

了制度化。 同样，孝老命题在参与民间社会建设

的过程中，又外化为规范以及调节日常生活的习

俗和行为，如晚辈对长辈如何说话、如何行礼、如
何尽孝，办理丧事有哪些仪式和程序，等等。 这些

民间化的习俗和行为，经过逻辑加工，反过来丰富

到孝老命题中，使之实现了民间化。 如此类推，群
学命题的相态演进是在历史、理论与逻辑的统一

机制作用下得以实现的。
从历史、理论与逻辑的统一原理出发，就可以

理解合群、能群、善群和乐群何以就是中华民族生

生不息、繁茂盛大的基因，群学的内在逻辑———
“以类行杂，以一行万，始则终，终则始，若环之无

端也” ［９］１２６的整合—贯通逻辑何以就是中华文明

绵延不绝的密码；群学何以能够对中国社会历史

演进提供最接地气的解释，群学本身何以能够与

中国社会历史一样传承和延续。 因为群学命题已

经制度化了，所以只要这些制度还在运行，它们体

现的合群、能群、善群和乐群的精义就会渗透其

中，就会发生作用；因为群学命题已经民间化了，
所以只要民间生活在日复一日地进行着，群学也

就体现于其中；群学心性化，是说群学已经浸润到

人的心灵，在人的所思所想中就体现了合群、能
群、善群和乐群的要义。 这就是群学存在和发生

作用的方式和机制。
这就不难理解，尽管宋儒嘴上否定荀子，何以

实际上还在遵行群学。 群学何以能够不与朝代更

替共存废，不依荀子地位而沉浮，不与儒学演进同

步调，是因为它抓住了人的最基本的属性 （合

群），最基础的关系即人伦关系（能群），最根本的

社会结构和社会治理之道（善群），在儒道释融合

中找到了最共同的信念，在各民族中确定了最一

致的认同，在历史长河中能够体现最持久的理想

追求（乐群）。 这样，就消解了千百年来的旧

说———荀学（这里主要指群学）沉寂了、湮没了、

中绝了。 我们继群学概念体系［１］ 之后，又以群学

命题体系［２］，不仅证明了群学的历史存在性，也
证明了其二千多年来事实上的历史绵延性。 由

此，群学相态演进拓宽和加深了我们对中国社会

学特质的理解。
到了宋明时期，荀学遭到贬抑，群学是怎样延

续下来的呢？ 是用命题形式延续下来的。 合群、
能群、善群和乐群的命题不但存在于各个朝代的

典籍中，还存活在制度建构、民间社会发育、人的

心性塑造的历史过程中。 在秦汉建设中国大一统

的社会基本制度的过程中，形成了群学制度化命

题体系；在隋唐宋民间社会加快发育的过程中，形
成了群学民间化的命题体系；在元明清社会矛盾

加剧并转向内在化的过程中，形成了群学心性化

命题体系；到清末民初又形成了群学转型的命题

体系。 这些命题体系，尽管在历史上不是现成且

完整地存在于哪一个人的哪一本著作里，但合群、
能群、善群和乐群的一系列命题却实实在在地存

活在社会制度、社会生活、社会行为和社会心态

里，体现于社会演进的大势里，存在于群学绵延的

脉络里。
就这样，群学制度化开启了群学经世致用之

路，形成了群学相态演变的机制，从此开阔了群学

的“学科”视野，增强了群学的学科功能，健全了

群学的绵延能力。 秦汉以降，人们不以“群学”为
名，不等于群学就不存在；无人自称“群学家”“社
会学家”，不等于无人传承、应用荀子群学。

群学的传承，也不再靠弟子和后学。 合群、能
群、善群和乐群已经化作中国文化的基因，深藏在

儒道释融合的潮流中，体现在中国社会基本制度

之中，沉潜在基层社会之中，融化在中国人的心性

之中，与中国文化的其他基因一起影响着中国人

的思想和行为。 诚如管子所言：“是以圣人之治

于世也，不人告也，不户说也，其枢在水。” ［２５］３１６就

像圣人治世的道理一样，群学不依赖于挨个人告

诫（人告），不依赖于挨户劝说，关键（枢）在于群

学具有水一样的品格。
群学的传承，也不再靠文献中是显学或潜学，

不再受尊崇或贬抑的影响。 即使面对西方社会学

的强势取代，群学几乎不见于讲堂和书刊，但是，
合群、能群、善群和乐群已经化作中国社会发展的

密码，潜藏在中国社会的变革和发展过程之中，实
际地起到聚合力量、凝聚人心、团结奋进的作用。
正如现在，许多人不一定讲孔子，不一定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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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孔学是怎么传承的？ 基本途径：一个是比较

直接的，就是学习中国文化中那些体现了儒家精

神的书籍和课程；另一个就是体现儒家精神的行

为规范、社会习俗，你照着去做了，就是传承孔子

了。 群学也是一样，凡是在制度建设、民间教化、
心性修养、治国理政中体现了合群、能群、善群和

乐群，就都是在自觉或不自觉地传承群学，而且只

有到了这个程度，有了这种机制，传承才是永久

的、可显可隐的、普遍存在的。
这是中国学术的一大优势———学术不仅存在

于书本上，不仅具有知识形态，而且具有实践形态

和生活形态，并且渗透到了人的观念、行为、习惯

中———这是中国学术在传承机制上真正厉害、高
明之处。 如果单靠弟子，过不了一两代，弟子没有

了，也就失传了；如果单靠书本、读经，无人读了也

就失传了。 只有渗透到大众的观念、行为、习惯

中，作为文化的基因、社会的密码，一种学术的传

承才是永久的。 群学之所以能够传承至今二千多

年，绵延不绝，有赖于以上的途径和机制。 这就是

群学，这就是其强大无比的生命力之所在，这就是

中国学术的存在方式。

　 　 四、群学相态与学科存在方式

　 　 人们习惯地说，中国学术不分学科。 这是不

符合历史事实的。 现在盛行的学科分化模式只是

１９ 世纪欧洲发生的事情。 但是，学科分化并非彼

时彼地独有的现象。 中西学术都是分学科的。 中

华学术博大精深，不可能是一堆乱麻。 研究群学

相态，有助于我们了解中西学科存在方式何以有

所不同。
中西两种学科分化模式，都是两大文明独立

发展的重要成果，是先贤们伟大智慧的结晶。 历

史形成的产物即使可以改变，那也需要一个历史

过程，不是后人可以随意改变的。 作为后人只有

尊重之、继承之的本分，没有无端否定的资格。 只

是由于近代以来欧洲中心主义作祟，赋予了 １９ 世

纪在欧洲几个国家出现的学科分化模式在全世界

的独尊地位，否定其他分科模式的合理性，进而否

定了群学等学科存在的权力，我们才不得不遵照

《礼记》之“礼”对此“审问之”、“明辨之”。
（一）分别地看，中西两种分科模式各有自己

的历史合理性

１９ 世纪欧洲的分科模式以研究对象的划界

作为学科划分的主要基础。 按对象划分，显得边

界分明，可以划分得很细，学科很多。 但是实际

上，因为社会是一个复杂联系的整体，严格说来是

不可以绝对分开的。 经济嵌入社会之中，政治与

社会相互纠缠，文化与社会相互渗透，社会既可以

将它们囊括进来（所谓“大社会”），又可以将它们

排斥在外（所谓“小社会”），致使“对象”的边界

划分只是相对的，看起来很清晰，实质上很模糊，
有重叠、有交叉、有互嵌。 到了现在，又冒出不胜

枚举的交叉、综合学科，就是明证。
中国由于历史悠久，学术积累深厚，各朝各代

知识体系有所不同，分科方法更复杂一些，层次更

多，方法并不单一，因而显得不够简单明了。 首先

按照经史子集划分大类，继而在“经”之内外分诸

“子”，在“子”之内外分各派，在各家各派中分“学
科”。 其中也有按对象的划分，如墨家分“谈辩”
“说书”“从事”三科，“从事”中又分农、工、商、兵
等各种专科。 只是这种按对象分科在整个知识体

系中的地位不是那么显明；又由于中国传统上重

视整体，倾向综合，按照整合—贯通逻辑使得“分
科”的作用不是那么显要。 但是，不管是否“显
明”“显要”，学科总是有的。 而且，仍以墨学为

例，并没有妨碍其创造出逻辑学以及力学、光学、
几何学等丰富的学科知识［２８］。

（二）比较地看，中西两种分科模式本无优劣

之分，二者各有所长，也各有特点

西方 １９ 世纪形成的分科模式，是知识性形态

的，从方法论上看，以对象分学科，易于分析；中国

偏重于以问题（经世致用）分学科，易于综合。 以

对象分学科，偏于强化学科界限；以问题分学科，
偏于淡化学科界限。 强化学科界限，有利于明晰

和区别；淡化学科界限，有利于贯通和融合。 中西

这种区别的结果，就使得以对象分学科，有益于形

成知识型学科体系；以问题（经世致用）分学科，
有益于形成知识＋实践型学科体系。 中西学科划

分，各有所偏，也各有所重；各有所长，也各有所

短。 无论偏重、长短，它们都是在各自的历史长河

中自然形成的，这种自然形成的过程是各自独立

的，基本上没有相互参照过，我们今天还是取长补

短为好。
（三）中西文明各有独立的起源，学科也并无

唯一的标准

各种学术体系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依据不同

的需要和文化特质，形成不同的学科分类，这太正

常了。 要求有一个统一的学科标准，倒确实是强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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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之所难，不讲道理的，只有从欧洲中心主义出发

才能提出这样唯我独尊的要求。 可是，１９ 世纪出

现在欧洲（严格说来只是意、法、德、英四国）的分科

模式，并不具有“普遍性”，更不具有“唯一性”。
如果只承认欧洲 １９ 世纪确立的学科标准，那

么谁赋予了欧洲中心主义这种学科标准的独占

权？ 所谓“欧洲中心主义”就是把欧洲特有的现

象，说成是世界的普遍法则；把欧洲文明、欧洲学

术视为“正宗” “正规” “唯一标准”，其他的都是

支脉，派生的、依附性的，并由此确立欧洲的发明

权、独占权、话语权。
欧洲中心主义的学科标准之“褊狭” ［２９］５１，已

经遭到华勒斯坦等一批著名欧美学者的批评，我
们何苦将之奉为圭臬呢？ 天外有天，山外有山，欧
洲中心主义的偏见来自对其他文明史、学术史的

漠视以及由漠视导致的无知。 今天，文明多元论、
学术多源论已成主流，欧洲中心主义至少在明面

上，已经如同种族主义一样，摆不上台面，只能在

内心里潜藏着，这种摆不上台面的东西也值得我

们尊崇吗？ 只要换一个视角，换一种思路，这件事

其实是很容易理解的。 还是各种学术之间相互尊

重、相互借鉴，共同发展，是繁荣学术之正道。
（四）“欧洲分科模式”是历史的，并不是不变

的，更不具有永恒性

学科划分并不具有绝对的意义，而是随着学

术的演进、科学的发展、社会需要的变化与时俱进

的。 面对 ２１ 世纪新的科技革命、新的社会实践需

要，旧的单科形式难以适应，学科交叉综合成为主

流趋势，新兴学科不断涌现，新的学科体系乃至教

学模式正在形成。 在自然科学中，例如美国的富

兰克林·欧林工学院和中国的西安交通大学正在

探索的大学新形态；①在社会科学中，例如华勒斯

坦等欧美著名学者提倡的“开放社会科学”体系；
还有钱学森、钱三强等著名科学家早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就倡导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联盟等许

许多多兼通文理、致力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

统一的新型学科模式。 １９ 世纪欧洲的学科分化

模式势必被超越，新的学科存在模式必然形成。
在这个新的学术发展时代，除非固守欧洲中心主

义教条，否则，坚持认为只有 １８３８ 年孔德创立的

社会学是唯一标准，实在是一点合理根据都没

有了。

（五）学科分化模式对于学科存在与否不具

有决定意义

如果一个学科完全以知识性形态存在，其学

科特征会显得清晰一些。 试用一条蓝色的毛线，
比方这是一个学科。 它单独地存在，谁对这个学

科都不怀疑。 现在天气冷了，用这条毛线与另一

条红色毛线，或者再加上一条黑色毛线，织成手

套，这条蓝色毛线的单独存在性似乎不见了，其实

它依然存在，仔细辨认，它在手套中以更复杂多样

的形式存在着。 可见，这个学科是存在的，不过是

以经世致用的方式存在而已。
那么这样说来，是不是“学科”与“学术思想”

就没有区别了，只要是“学术思想”就都可以称为

“学科”了？ 当然不是。 如果一种学术思想并没

有专门的研究对象，或者其思想还很单薄，只有一

个或几个不成熟的概念，还没有形成概念体系，那
么就不宜称为“学科”。 而群学显然不是这种情

况，它不仅有专门的研究对象（“群”即社会），而
且已经有了足够丰富的内容，形成了相当确凿的

概念体系。 尽管它与别的学科一起，以综合的形

式存在于《荀子》这个结构复杂的“综合体”里，但
它仍然可以称为一个“学科”。

在中国古代史上，群学之所以有其实而没有

其名，“群学家”之所以有其人而无此称谓，盖由

于中国学科分科模式与西方不同。 到了清末民

初，中国学人了解到西方的学科以及学科分科模

式，才毫不犹豫地坚信诸多学科中国古代也是有

的，群学家中国古代也是有的，正如刘师培所言，
即便按照欧洲近代的学科分科方法，中国在战国

时期已经至少有 １６ 个学科，其中“中国社会学”
赫然在列［３０］。 正因为如此，康有为、严复才明知

有从日文转译为中文的“社会学”一词，却坚持使

用“群学”之名；梁启超、蔡元培在已经见到多本

社会学译著之后，仍决意撰写名为“群学”的专

著，钱钟书尽管见惯了“社会学系”中的“社会学

家”，却仍称之为“群学家”。 这是“守旧”，还是对

中国学术传统的“守护”？ 他们每一位都是学贯

中西的学者，他们的“固执”绝不是排外，而是对

盲目崇外的纠正，是对学术自性、文明多样性、学
术多元化的坚持。 就算不说这些学品之类的大

词，仅从当下最功利的角度来看，我们中国既然有

如此悠远的学术积累，继承之总比无视之更合理

·７７·
①参见西安交通大学校长王树国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在中央电视台“中国经济大讲堂”的演讲《如何立足未来办教育》。



吧？ 我们的祖先既然有如此辉煌的学术遗产，利
用之总比抛弃之更合算吧。

结　 语

　 　 研究群学的存在形式、演进历程和传承机制，
如果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出发，看到该看到的东西，
承认该承认的东西，本来就很自然，也不困难。 但

如果把欧洲 １９ 世纪的学科分科模式当作唯一标

准，将西方社会学视为唯一且普遍的存在，凡与此

有差别的都不能算作“社会学”，那么就只好承认

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不仅不可能有社会学，其他

学科也不够格，基本上一片空白，那煌煌中华学术

岂不沦为“虚无”？
到底是“中国本无社会学”，还是视而不见，

或者连“视”也未“视”？ 这就是一个根本的学术

视角和方法论问题了。 笔者在一系列文章中，论
证了在不同文明、不同学术体系中存在不同的学

科分类方法，各种方法自有所长，也自有所短，应
该互相承认，取长补短［１］ ；而且论证了即便是按

照欧洲 １９ 世纪的学科分科模式，中国也是本来

就有社会学这个学科［３１］ 。 这些论证都是以承认

西方学科分科标准为前提的，只不过认为它不

是唯一的。 这一态度是包容的，绝非排外；这一

姿态是自信的，绝非自傲。 而欧美以华勒斯坦

为代表的一些著名学者则比我更为彻底，他们

不仅深刻揭示了欧洲 １９ 世纪的学科分科模式

背后的欧洲中心主义根源，而且认为这种分科

模式已经过时，并不具有普遍性［２９］５１。 这是否值

得我们深思呢？
这个学科存在方式问题，迫使我们不得不作

出选择：要么承认社会学只有一种单纯的知识型

存在形式，要么承认社会学也可以有经世致用的

即兼有知识性和实践性的综合型形式；要么只承

认孔德创立的社会学是社会学，要么承认社会学

可以有欧洲以外的起源，中国学术脉络中也有群

学作为中国古典社会学；要么在学科标准上坚持

欧洲中心主义，要么坚持文明和学科的多元主义。
在以上各项选择中，选择前者，那就要承认中华五

千年学术中不但没有社会学，也没有经济学、政治

学等社会科学，甚至没有哲学和逻辑学等其他学

科，基本上中国学术在学科上一片空白。 选择后

者，那就必然认为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建设不能

只是将西方概念运用于解释中国事实，而是要将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群学相结合、实现中国社会

学的古今贯通、中西（乃至中外）社会学的会通，
并立足于社会实践开展经验研究和综合研究，在
以上五个方面大综合的基础上建立中国社会学话

语体系。
由此可见，学科存在方式问题，虽然是一个真

理问题，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价值选择问题。
群学外化于中国社会之肌肤，内化于中华文化之

精髓。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１２］９３至大无垠，至
微无影。 像水一样滋润万物，自己却无定形；体
现在人的一举一动中，自己却不显明。 然而，只
要我们追问中华民族繁荣盛大之基因、中华文

明经久不衰之根本，无处不见的就是“群”，归根

结底还是“群”。 追根到“群”，就什么都能说得

通；追根到“群”，就什么都不必再说。 有了“群
力”，国家就强大；有了“群心”，社会就稳定。 有

了“群”就有了政权；有了“群”就有了“人世”，
有了“群”，经济才能发展；有了“群”，文化才能

繁荣。 合群、能群、善群、乐群之于人，就是安身

立世之根本，之于社会就是生生不息的力量

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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